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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公共政策的

议程设置
—基于多源流模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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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我国传统的精英决策

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政府、媒体、公众三元互动的议程设置和决策体系正在形成。通过重塑多源

流理论模型，尝试探究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下公共议程建构的逻辑和运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网民

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工具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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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Agenda-Setting of the Internet Age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Multiple Stream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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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enda setting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era of Internet We-Media, the
traditional elite decision-making mode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ternary interaction system of agenda-setting is forming. By reshaping a multiple streams mod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ed logic and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public agenda under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We-Media.
And  on  the  basis  of  it,  we  put  forward  the  institutional  suggestions  for  netizen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provide  new  tools  and  perspectives  for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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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托马斯•R•戴伊在《理解公共政策》一书中，

将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分为：问题确认与议程设

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等五个阶段[1]。即在政策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就是

要进行问题的确认和设定，这一过程就是议程设

置。约翰•W•金登将政策议程界定为“对政府官员

及其周围的人们正在认真关注的问题进行编目”[2]9。

在他看来，议程设置就是呈现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清

单，只有被列入清单的问题，才有可能转化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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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政策方案。而问题确认并非那么简单，因

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日程表上的空间是稀缺资源，那

么政府就不得不决定将某些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而

让另外一些问题处于“不决策”或“沉没”状态。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哪些社会经济问题可以

被界定为政策问题并提上议事日程?美国政治学家

巴查赫和巴热兹或许就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问题

进入议事日程之前，权力的那双手可以在幕后操控

着议程设置 [3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勃兴时代的到

来，中国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逐

渐成为公众表达意见、释放情绪、关注时事、接收

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据有关数据统计，截至

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50.3%[4]。以互联网为主要公共空间

的新兴公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出现，公众随时随地可

以通过门户网站、微博、微信、论坛等自媒体参与

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决策，解构传统精英决策模

式。孙志刚案、厦门PX项目、躲猫猫事件、PM2.5
评价事件等都是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决策形成或改变

的典型案例。在网络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把握网

络舆论，与网民进行良性互动并将其纳入公共政策

议程设置和决策体系之中，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挑战和必由之路。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议程设置的相关概念研究

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的是美国学者Mccomb
和Shaw，在1972年他们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

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

众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关注，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

论的中心话题，即媒介议程设定了公众议程[5]2-3。

之后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大众传播的理论一直得以丰

富和发展。Cobb和Ross将议程设置界定为“不同群

体的诉求转化为公共部门认真关注的事项这一过

程”[6]。Nelson将议程设置过程定义为“公共官员

了解新问题，决定亲自关注问题，并且动员所在的

组织做出反应”的过程[7]。我国学者王绍光认为议

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8]。

虽然议程设置的定义不一，但从根本上讲，议程设

置就是使某个社会经济问题得到承认。对于议程类

型分类，国外学者Cobb和Elder将议程类型分为系

统议程和机构议程，系统议程包括政策制定者已经

采取或者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问题。机构议程又称为

公众议程，是大众高度重视的并希望政府解决的问

题[9]。我国学者一般将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媒体议

程和政府议程这三大类型[8]。西方传统的政策有效

运作模式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10]，媒

体通过广泛报道某一事件，引起公众的持续关注，

最后施加压力给政府，政府对此做出回应。而我国

传统的议程形成模式为：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

众议程[11]。即决策者主动发现问题并将其提上议事

日程，后经媒体广泛突出报道，引起公众的关注和

讨论，形成公众议程，也就是说传统的公众议程处

于被动状态。但在互联网的时代，公众不再是简单

被动受媒体的影响，其自身就有很强的议程自我设

置能力，促使公众议程转向政策议程。

（二）议程设置分析模型的相关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Davies、Cobb、
Ross、约翰•金登（Kindon)以及琼斯（Jones）等为

代表的学者不断深入推进议程设置的相关的研究，

并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议程分析模型。Cobb和
Elder认为问题要想进入系统议程，必须满足三个

先决条件：（1）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 （2）问题

得到相当多公众的认可，需要采取某种行动来纠正

这个问题; （3）这个问题是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管

辖范围之内[12]。Davies提出议程设置的三个阶段:
（1）提出阶段：一个公共问题会引起采取行动的

要求; （2）扩散阶段：这些问题会变成治理问题;
（3）处理阶段：问题被转化成议程上的事项[13]。

Cobb和Ross确定了议程设定的三种不同的模型，分

别为外部创始模型、动员模型以及内部创始模型。

Baumgartner和Jones将间断平衡理论引入到公共政

策变迁领域当中。该理论认为社会子系统中的某些

问题若未得到决策者的关注并解决，就会从子系统

进入到宏观的政治系统中，由此会形成不同政策之

间的竞争，为政策间断或者突变提供了机会[14]。对

议程设置这个主题论述最广泛的学者就是约翰•金
登。他的概念模型是以三种信息流的思想为基础：

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这三种信息流汇集在

一起的时候，“政策窗口”由此打开，问题就得以

进入议事日程（见图1）[2]113-114。之后，Larry N.
Gesron在Kingdo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公共政策的

触发机制。认为触发机制的价值来自范围、强度和

触发时间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成为了政治

变化的核心[15]。

随着西方理论模型的引入，我国学者开始在借

助这些模型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许多符合我国特定

环境下的议程设置模型。王绍光根据政策议程提出

者的身份和民众参与的程度，提出了六种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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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8]。有学者在Cobb和Ross设定的三种模型的基

础上，提出了相容型政策议程模式[16]。翁士洪从政

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提出了网络参与下的政

府决策的参与–回应模型[17]。陈姣娥等人通过探讨

网络时代由焦点事件触发的议程设置模式，提出了

上下交互模型[18]。杨正联把制度理论和话语理论结

合到一起，建立一个关于公共政策言说行为的ICIR
模型，该模型为我们分析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各

个利益相关体博弈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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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约翰•金登多源流理论模型

 

（三）议程设置中媒体、公众、决策者的相关

研究

在讨论议程设置框架的同时，对由谁进行议程

设置的问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解释。总的来说可

以分为三大主体：媒体、公众和决策者。在探究这

三大主体在议程设置中如何互相影响时，国外学者

倾向于通过以实证调查为主。Mccomb围绕三次总

统大选选民的投票情况，证实了媒体议程与公众议

程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媒体会影响公众对政

治议题的关注，从而影响政策议程[5]8-20。Francesca
通过三次的问卷调查得出了，当信息来源于新闻媒

体时，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非常大[20]。Gunnar通过

调查发现反对党会更加积极利用媒体来报道执政党

的错误，扩大竞争对手的执政问题，从而控制议程

的设置[21]。但媒体在政策科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

非常模糊的，目前还没有非常详尽的文献能够探究

媒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影响[21]。公共政策领域的

学者长期关注的是政府精英与政府议程之间的关

系，而政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关注的是媒体如何影

响公众的注意力，而不是政治精英[22]。国内学者在

探究自媒体时代对议程设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定性

分析。不少学者通过案例和过程追踪法探究网民的

互动如何影响政府决策[18,23~26]，有的学者通过现有

的理论模型，比如扎根理论模型[24]、扩散议题战略

模型[26]等分析网络话语对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影

响。但也不乏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互联网上涌

现的群体智能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25]。

（四）本文研究的问题

以往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决策过程，

而忽视了作为公共政策逻辑起点的议程设置[27]。而

“决定哪些问题将成为政策问题甚至比决定哪些将

成为解决方案还要重要”[28]。目前国内许多的议程

设置理论模型都源自西方，立足本土的创新不足。

而且大多数理论模型提出的背景是互联网没有问世

或者尚未普及的时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今中

国已经进入互联网飞速发展和普及时代，中国公共

政策的议程设定又有哪些变化？大多学者认为随着

媒体和公众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国公共政策

的议程设置将朝着更加民主多元化方向转变[16,29]。

但对于网络自媒体时代，公众与媒体如何介入公共

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因此，本文

试图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是：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公

共议程建构的逻辑和运行过程是怎样的？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建议。

二、互联网时代下多源流模型重塑与中

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

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既不同于传统的理性决

策模型，也不同于Lindblom的渐进主义模型，而是

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修正模型。

该模型认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这三条过程溪

流的发展和运作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在政策窗口打

开之时，这三种溪流汇聚。“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

的倡导者提出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

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2]209。政策之

窗的打开往往是因为问题流和政治流当中发生的重

大事件，比如迫在眉睫的问题发生、行政当局的变

更、国民情绪的转变等。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是

在西方语境中建构，对西方的政治有一定的解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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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在中国的政治背景和互联网时代，该理论模

型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互联网时代下的问题

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不再是彼此独立运行，而是交

互作用和影响。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后，网

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事例层出不

穷。据相关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

网民男女结构趋向平衡，10~39岁为主要的网民群

体（占75.1%），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初高

中、中专、技校）的群体规模最大。不同的社会生

活状况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关注不同的舆情热点，包

含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每一个焦点事件产

生的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态度、社会情绪或者价值

观。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高情感、低专业性的网

络议题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速度最大、影响最大[30]。

网民低龄化和低学历背景下，由于网民自身思想和

阅历水平的局限性，很难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平

等感，往往会有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充斥着网

络世界。在网络舆情高涨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分辨

理性和非理性的公众意志，使得真正的社会经济问

题进入政府议事日程？本文在Kingdon原理论模型

的基础上加入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流的新变量，来探

究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

（一）互联网时代下的问题流

多源流理论模型中的问题流指的是通过系统的

指示物，或者聚焦危机和灾难事件，以及现有计划

运行的反馈，问题得到政府内外的人们的关注。比

如PM2.5事件或者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都是因为

空气中或者水中的污染物超标，对人体造成一定的

伤害而引起广泛讨论。多源流理论模型中的问题流

更多的是强调决策者主动去检测常规性指标、关注

危机性事件，获取反馈信息，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媒

体和公众在问题流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随着互联

网的普及，人类步入大数据时代，网络媒体对议程

的设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问题流的形成并不

仅仅是决策者在推动，而是公众、媒体和决策者互

动的结果。

1. 公众。网络技术的发展，公众已不再是被动

的信息接收者，可以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发布信息，

并且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时间之短、范围之广令人

惊叹。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发表的一则炫富微

博“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迅速引发关注。以

新浪微博为例，到6月23日23时，关于“郭美美”

的微博在短短48小时内达就到了110526条。一个

20岁女孩，因炫富而被“围观”，但让其爆红的更

关键原因是其微博官方认证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

业总经理”。截至2011年11月9日24时，郭美美炫

富事件在微博以及各大论坛上的讨论数，竟达到

7344309条①。面对公众的反复质疑，慈善机构以及

相关部门不得不对此进行反馈回应，并最终推进政

府对慈善组织和公益事业的相关立法。

2. 媒体。传统主流媒体作为政策的发声器，负

责宣传和报道已经被决策者关注的政策问题，然后

引起公众议程。但网络时代下的机构媒体议程设置

的自主性将进一步加强。云南“躲猫猫”事件就是

先有《云南信息报》报道，然后经由《中国青年报》

《新京报》《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媒

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推动事件进一步发展[23]。

3. 政府。公众的关注，媒体的报道并不足以形

成政策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罗彩霞事件

就是先由当事人在天涯社区发帖 《高中同班同学

冒名顶替上大学，我的伤害谁给埋单？》 ，引起

公众广泛讨论。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相关报

道，并不断有媒体迅速跟进。最后，公安部领导对

该事件做出重要批示，组成专案组调查罗彩霞被冒

名顶替一事。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政策流

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中的政策流是政策共同

体就某个社会问题提出备选方案和政策建议过程。

这一政策共同体是由专业人士组成，备选方案幸存

的标准有：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

费用以及预期的公众默认等 [2 ]164。但在大数据时

代，这些政策建议的提出不再只限于专业人士。网

络打破了传统封闭的决策体系，公众、学者、媒体

等通过互联网与政府进行信息互动和交换。据人民

网舆情监察室提供的2016年第一季度政务微博影响

力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经过新浪平台

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56645个。随着政府网站的完

善和政务公众号的扩展，电子政务架起了公众和政

府之间的桥梁。政府可以主动利用互联网工具，观

察舆情，吸收民意，释放决策气球，进行议程建

构。“全面二孩”政策、延迟退休政策、公务员录

用体检标准等政策案例中，政府都是通过非正式途

径释放决策气球，探听民意、收集意见，再经智

库、专家委员会等调研讨论和反复论证，最后出台

科学化的相关政策。

（三）互联网时代下的政治流

独立于问题流和政策流而流淌的是政治流，它

是由公民舆论变化、地方政府关键人事调整、各部

门间职能权限划分、各大利益群体竞争等因素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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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本质就是多元利益主体围

绕者特定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进行相互协调、竞争、博弈和妥协的过程[29]。网络

时代下的政策议程设置涉及多方主体：政府决策

者、机构媒体、相关利益群体。

1. 政府决策者。通过引导、调节、组合和黏合

碎片化的网络意志，政府决策者对多元政策诉求进

行去伪求真、去粗取精，通过对问题的界定，备选

方案的选择和论证，管理权限的划清，从而判断公

众议题是否进入政策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生态文明建

设”“包容性增长”等战略性议题的提出，意味着

进入议事日程的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人为

本”的公共性特点，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议程

设置导向。

2. 机构媒体。当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的时候，主

流媒体承担着信息过滤和强化作用，通过及时深入

报道权威信息，对舆论进行纠偏和把真正的公共问

题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如Bernard所言“媒体

对受众如何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

对受众想什么的问题控制却易如反掌”[31]。

3. 相关利益群体。互联网时代，国民情绪最容

易通过舆论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断与相关决策者进

行信息沟通。2016年5月7日雷洋事件发生，百度指

数显示，从2016年5月7日到2016年6月30日，网民

通过百度搜索对“雷洋事件”关键词进行检索的日

均检索量为3736次，最高峰值出现在2016年6月
30日达到115026次。有关公安执法的讨论和报道如

“井喷”一般。公众关注“雷洋案”，不只是在意自

身安全是否牢固，更在意实现正义的法治信仰会否动

摇。随后，政府及时动态公开案件信息、委托第三方

进行尸检。从北京市公安局“绝不护短”的表态，

到市级检察院立案侦查，都得到公众的持续关注。

（四）政策窗口开启

互联网上的话语呈现碎片化、无序性、零散性

等特点，但一旦焦点事件的发生，媒体对事件的报

道以及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就使得这些话

语在网上平台上相互交会，共同促使其向政策问题

演变，促成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的耦合。如今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

期，传统的价值观和新的价值观互相碰撞，迷惘失

落、浮躁恐惧、仇富拜金等消极情绪弥漫。虽然这

些消极情绪还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情绪，但已经对

我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相关部

门应该正视这些利益群体的诉求。公共议程设置其

实是多元利益主体和多元价值观相互博弈的过程，

它最终应该指向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实现和维护。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民通过互联网进行诉

求表达、关注政策方案的产生，政府通过互联网及

时吸取民意、良性互动、化解冲突，这种自下而上

的网络议程和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在信息流交互中

融合，最终使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
  

网络话语
相互交会
三大信息
流耦合过滤

政策窗
口开启

议程
建构

政策流

问题流

(1) 焦点事件 (现实性、冲
   突性、公共性)

(2) 公众讨论 (微博、微信、
   百度贴吧等)

(3) 媒体报道 (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自媒体)

(4) 政府跟进 (舆论压力) 

(1) 技术/经济/政治可行性
(2) 公开征询 (政府网站、
   政务公众号等)

(3) 公众价值接受 (释放决
   策气球)

(4) 调研与协调 (智库、专
   家委员会等)

政治流

焦点问题
(网络信
息流、政
府信息
流、媒体
信息流)

(1) 决策者偏好 (回应、 
   整合网络意志)

(2) 机构媒体 (过滤、纠
   偏、强化)

(3) 相关利益群体 (提出 
   问题、聚焦议题)

(4) 问题标准: 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中国
   梦等

 
图 2   互联网时代下多源流模型

 

三、结论与启示

互联网时代下的多源流理论模型展示了焦点事

件如何经过大数据的信息流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社

会问题，从模型中可以看出议程设置过程中不同因

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大数据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主

动与决策者对话的途径，并促成问题流、政策流和

政治流的耦合。但这种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大多依

赖于外部环境和焦点事件，以一种抗争与非正式的

方式进入决策者视野，促使决策者与民意互动。在

互联网时代，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和多元化、碎片化

的利益诉求借由网络技术涌现。但我们也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其对议程设置既有积极

· 44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1 卷



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理论上互联网打通了信

息通道，节约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开辟了网民

参与公共决策的便捷路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

和谐的噪音，出现“假议程”“伪议程”等现象，

误导政府决策，甚至危害社会安定。在核裂变的信

息传播中，如何搜寻、过滤、整合碎片化信息以便

做出更加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是对各级政府的一

个挑战。网络问政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构建

有效的网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是未来国家治理

必不可少的工具。

（一）创建有效的公共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公

共政策的问题来源

面对日益多元化、分散化的利益诉求，现有的

制度化议程设置渠道要保证各种利益诉求能够有条

件、有序的进入政治系统，成为公众反映问题切实

可行的阀门。比如，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提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代

表性，这些代表可以通过开通微博、公布电子邮

件、QQ等了解民生，征集民意，使其真正成为人

民利益的表达者，从而为许多无法与政策中枢接触

的基层群众利益表达开辟通道。政府部门也应该积

极利用互联网建立专门的政策制定信息系统网站、

政府微博或者公民论坛等电子政务手段，在这些平

台上公民可以就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目前，

不少的政务微博不仅仅是停留在信息发布层面上，

而是承担了政府行政服务一体化功能。以“@问政

银川”为例，在微博和平台上已经形成受理、转

办、督办、回复和公开接受监督等环节，当地公民

直接可以通过网上反映问题、表达愿望，打造政府

和社会互动的新模式。此外，“人民建议征集制

度”“政府官员与群众之间的专题对话制度”等都

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只有

使大量的利益群体有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社会经济问题才有可能进入政策议程。

（二）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使得政策之窗

开启更加频繁

网路舆论机制的演进，促使政府治理方式的改

变，在权威信息发布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方面占领舆

论的最前沿和制高点。多源流模型中的问题流、政

策流和政治流这三条过程溪流的发展和运作是彼此

相互独立的，只有在政策窗口打开之时，这三种溪

流汇聚，问题最终才被提上议事日程。通常一个社

会问题被公众广泛讨论时，政府官员则会关注，由

此提上议程日程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要求各级政

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健全信息公开网络体系。在

信息搜寻途径上增强政府网站信息的查询、沟通功

能，提供清晰的导航窗口，为公众提供立体式网络

信息服务。并以政府部门为单位，逐项编制信息公

开目录，方便公众便捷查询政府信息，消除因政府

信息不透明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同时还要充

分利用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平台，搭建多元化信息

发布平台。

（三）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及时把握舆情动态

媒介作为连接人民群众和政府的桥梁，在政治

输入过程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像人民网、

新华网这类的主流媒体，更是赋予不同议题不同程

度的“显著性”，引导着舆论的走向。但媒介有其

自身的短视行为，往往为了吸引眼球夸大报道或者

为了追求时效性使得某些问题只是短暂报道，并不

深入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建立互联网

信息情报部门，设立高效的舆情监察站和舆情信息

中心。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健全的舆情信息需求

要点通报制度、重要舆情信息限时报送制度、舆情

信息定期分析制度等一系列管理方法。例如，新华

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就是依托新华网权威媒体

平台、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庞大的舆情分析专家，为

党政机关提供全国乃至全球网络舆情、电视舆情监测

研判、危机公关和舆论引导等一系列舆情智库服务。

（四）大力推动智库发展，使公共政策制定更

加具有计划性和前瞻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攻坚时刻，进入“新

常态”时期，智库所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也

更加重大。基于网络话语制定的公共政策的稳定性

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网络话语往往具有情绪

化、碎片化、粗俗化、突发性等特性。如果政府无

法辨别其中非理性的声音，一味屈从于网络舆论，

那么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存在偏差的。智库地出现在

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公共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公共政

策更加具有计划性和前瞻性。因此要建立和完善智

库参与决策的长效机制，营造官办智库与民间智

库、研究机构、专家委员会互动的公共政策决策环

境。尤其要注重专家库的建设，广泛邀请相关政府

单位、企业、高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个人推

荐合适的人选，然后按学科分类，建立网络舆情分

析专家库，负责网络重大突发事件的解读和舆论引

导工作。

（五）重视基层民意的收集，凸显公共政策的

“公共性”

网络民意并不等同于公众民意，因为还有相当

一大部分的公众由于对互联网知识和使用技巧的缺

乏等原因处于未发声或者声音被埋没状态。而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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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网民在网上的话语是带有情绪化色彩的，也不乏

有一些打着“民意”旗号的舆论，背后往往是由少

数人操控。所以对待网络舆论，相关部门既不能不

听不信，也不能过于偏听偏信，而是在重视网络意

见的同时，通过多渠道、多层次了解民意。尤其在

农村地区，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即使是农民人

大代表的话语权也十分有限，加上很多农民并不懂

得利用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往往造成农民“集体

失语”的困境。所以相关部门要健全基层民意表达

的法律法规体系，引入协商民主治理模式，让基层

人民能与政府平等对话，同时要引导大众传媒真实

报道基层情况，让真正需要解决的基层社会经济问

题进入议事日程。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人民网舆论监察室发布的《2011年中国

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http://yuqing.people.com.cn/GB/
166983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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